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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七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价值理论、阶级理论和剥削理论研究方

面，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当代资本主义阶级主体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剥削程度的加深进行了考

察；在资本积累理论研究方面，对原始积累的地位、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固定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的一

般规律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方面，对无偿家务劳动和社会再生产危机等问题进行

了分析；在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研究方面，探讨了金融化假说的有效性和金融化的周期性，分析了国家在虚拟资

本积累和金融资本创造中的作用，揭示了金融部门利润来源的变化、金融部门地位的演变及金融化的影响；在

数字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分析了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吸纳与规训、数字垄断权力的性质与来源、平

台企业的利润之谜等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中封建剥削逻辑的复兴和食利主义的兴起进行了研究；对当代资

本主义生态危机与“去增长”理论进行了考察，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趋势与国内外冲突加剧进行了

揭示。 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资本积累和劳动剥削为主线，一方面揭示资本积累所遇到的各种障碍；

另一方面分析资本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新举措及其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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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七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绝大部分文献来自近 ２０ 本国

外左翼期刊 ２０２３ 年全年发表的论文，少数文献通过关键词检索得到。 文献来源和论文选取标准与前几

年基本保持一致，因此能客观反映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价值、阶级与剥削理论研究

迪彭卡·巴苏（Ｄｅｅｐａｎｋａｒ Ｂａｓｕ）将金蒂斯、鲍尔斯和罗默批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归结为“商品价值

论”和“商品剥削论”，并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驳斥。［１］商品价值论认为任何基本商品都能用于构建一个

一致的价值理论，这种商品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生产其他商品。 商品剥削论认为这个基本商品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巴苏认为，商品价值论的错误在于无法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无法

将劳动力和其他商品区分开来。 巴苏提出，一旦我们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除劳动之外，就不可能

找到金蒂斯和鲍尔斯所定义的其他“基本要素”，因此不可能基于劳动以外的其他基本要素构建一个价

值理论。 同时，一旦我们将劳动力和其他商品区分开来，就不可能宣称剩余价值由除劳动力之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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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创造，因此商品剥削论也是无效的。 巴苏认为，我们之所以将劳动作为价值的质，是因为劳动力

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主动要素，后者是被动要素。 也就是说，劳动力和生

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对称的，只有生产劳动能创造价值，从而形成价值的质，生产资料只能

转移价值。
乔纳森·科利亚诺（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 Ｃｏｇｌｉａｎｏ）分析了马克思“剥削率平均化”（ｅｑｕａｌｉｓ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

ｔｉｏｎ）的理论基础及其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要意义。［２］科利亚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存在

平均剥削率，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这种相同或一般的剥削率是劳动力流动和工人之间竞争的

结果，即工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造成剥削率的平均化。 在马克思看来，剥削率平均化是一种趋势，
应当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趋势。 科利亚诺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得出剥削率平均化的结论并将

其上升到经济规律的层面，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长期趋势研究方法，并且吸收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
的相关观点。 科利亚诺考察了马克思和斯密的劳动力流动概念之间的联系，集中于劳动力流动和平均

剥削率的形成过程。 科利亚诺认为，将劳动力的流动和剥削率平均化视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组成部分，
有助于进一步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发展为描述性而非预测性理论，也有助于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定位

为一种关于社会劳动分配的理论。
哈特穆特·罗萨（Ｈａｒｔｍｕｔ Ｒｏｓａ）在分析现代社会加速的经济动力时，认为加速和时间体制的支配并

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作为马克思理论核心范畴的“阶级统治”并未与资本主义的时间

结构建立联系。 佐勒·纳加非（Ｚｏｈｒｅ Ｎａｊａｆ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主体和生产者的时间统治是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对阶级剥削和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时间统

治的批判。［３］纳加非认为，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到金融资本主义之后，时间体制根据新的积累模式的需

要发生了改变，线性、有组织的工作时间被转变为灵活且看似可控的工作时间。 社会加速理论关注的正

是这一点，但其并未揭示这种新的时间体制与阶级结构强化之间的联系。 纳加非指出，资本放弃了大规

模工厂、线性生产和僵化的工作日，利用开放网络和弹性时间将剩余价值的榨取内部化。 因此，阶级主

体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更灵活的劳动力。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扩大剩

余价值的榨取范围，时间统治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样，进一步强化了阶级统治。
拉祖·达斯（Ｒａｊｕ Ｊ． Ｄａｓ）分析了学术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本质。［４］达斯认为，阶级斗争有

物质和意识形态两种形式。 阶级斗争的物质形式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发生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 当阶

级斗争发生在思想领域时，它就会采取意识形态的形式。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既可

以由上层的剥削阶级发起，也可以由下层的被剥削阶级发起。 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是通过一

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起的。 达斯认为，在学术界，统治阶级使用了三种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策略：第
一种策略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大学的物质基础（即大学的经费）。 第二种策略是将被统治阶级中最聪明

的那些人吸收进统治阶级，比如为有才华的贫困学生提供资助。 第三种策略是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

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从学术界清除出去。 达斯指出，学术界也可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向学生揭露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向人们说明主流理

论为何倾向于隐瞒现实，从而使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去合法化”，以及在学术研究场所开展斗争，等等。
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 ＆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认为，资本主义一

直以掠夺土地、资源和人的生命为基础，其为剥削劳动创造了条件，虽然掠夺或抢劫构成了资本主义存

在的外部基础，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动力来自对劳动力的剥削，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抢劫形式。［５］ 马格

多夫和福斯特认为，在低薪工作中，“标准的”剥削和实际上的掠夺或盗窃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模糊。 在

这些工作中，工人得到的报酬很低，无法满足生活需要，以至于他们经常有获得政府食物、租金或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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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援助的资格。 因此，低薪工人也是富有的企业主的“慈善家”，支付给工人低于生存工资的工资使这些

企业主能够积累更多的资本，从而直接增加了资本家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和财富。 除极低的工

资之外，穷人和其他低收入工人还受到多种形式的掠夺：他们的房租相对于住房的价值而言很高，而且

房租在过去 １０ 年中快速上涨；由于储蓄不够或没有储蓄，他们承担了银行透支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

支付了 １６ 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用和 ８０ 亿美元的发薪日贷款费用。 其结果是，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美国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人类—动物主义者（ｈｕｍａｎ － ａｎｉｍａｌｉｓｔ）指责马克思接受了笛卡尔式人与动物的二元论，认为马克思

将劳动视为人类所特有的，动物则是劳动的对象。 迈克尔·索莫尔和克里斯蒂安·斯塔切（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ｏｍｍｅｒ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ｔａｃｈ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实际上是非物种主义的，马克思承认存在无酬劳动

和人类劳动以外的劳动形式，但也强调其与人类劳动存在本质区别。［６］ 对马克思来说，有用劳动和资本

主义社会劳动都不是人类所特有的。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反而被局限于

人类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将许多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排除在外。 索莫尔和斯塔切分别从进化论和社会

理论两个视角进行了说明：从进化论的视角看，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是历经无数世纪演变的产物，而且

劳动并非人类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人类和非人类形式的有用劳动同时并存；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被视为是生产性的，动物劳动并不是有酬劳

动。 因此。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概念并未将动物贬低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反，这恰恰是资

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产生了国际剥削。 马特奥·卡罗莎（Ｍａｔｅｏ Ｃｒｏｓｓａ）用马克思主义不平等交

换理论分析了作为美国制造业供应商的墨西哥所流失的巨额财富。［７］ 墨西哥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

代进行了经济重组，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美国制造业商品的主要供应国。 卡罗莎研

究发现，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２ 年，墨西哥出口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４０％ ，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下降

了 ２５％ 。 这与阿明的观点相符，即不平等交换主要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全球南方和

北方巨大的工资差异造成的。 ２００８ 年墨西哥工人应该得到的工资（按美国的平均工资计算）与实际得

到的工资的差额为 ４４０ 亿美元，这个差额在 ２０２０ 年扩大到 １２８０ 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 ＧＤＰ 的 １１％ 。
２０２２ 年，美国通过全球套利从墨西哥转移走的价值相当于墨西哥制造业出口商品货币价值的 ３ 倍。 如

果将其他出口部门包括在内，美国从墨西哥转移走的财富将更为惊人。

二、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原始积累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沃纳·博内费尔德（Ｗｅｒｎｅｒ Ｂｏｎｅｆｅｌｄ）批评

了将原始积累视为资本主义过渡期的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持

续性和基础性。［８］博内费尔德认为，原始积累构成了价值、商品、货币、积累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经济范

畴的基础。 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资本概念本身意味着活劳动与劳动手段的分离。 以劳动者与生

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然而，劳动生产率和剥削率的提高最终会

引发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 博内费尔德认为，危机爆发后，资本家可能会寻找新的市场和生产领

域，即通过征服和掠夺来获取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开启新的原始积累过程。 因此，原始积累构

成了资本主义积累关系的“秘史”，它凸显了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中所蕴含的生活的极度动荡

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原始积累并非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

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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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迪托·莫赖斯—奈托（Ｂｅｎｅｄｉｔｏ Ｍｏｒａｅｓ － Ｎｅｔｏ）重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

《大纲》）中的劳动过程理论，并考察了其现实相关性。［９］ 莫赖斯—奈托指出，马克思在《大纲》中阐述了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蕴含的矛盾：一方面机器不断排斥工人或活劳动，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技

术和机器的不断革新吸纳着劳动力，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莫赖斯—奈托认为，２０ 世纪出现的泰勒主义—
福特主义并不完全符合《大纲》中的阐述，但微电子革命真正使得劳动过程的各环节都符合马克思的阐

述。 莫赖斯—奈托以流程工业和机械金属工业为例进行了说明。 流程工业的以下几个方面完全符合马

克思在《大纲》中的分析：其生产过程体现了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劳动过程日益客观化或科学化，大型

自动化机械形成，生产过程具有连续性，生产过程排斥直接活劳动，等等。 机械金属工业中的泰勒主

义—福特主义则不然。 ２０ 世纪出现的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并不符合《大纲》对机器的分析，前
者并非表现为机器替代人、智力和科学技术占主导的过程，而是表现为大规模吸纳劳动力并降低劳动力

技能的过程。 莫赖斯—奈托认为，２０ 世纪末微电子技术的引入才真正使劳动过程符合马克思的预见：智
力和科学技术成为主导，知识重新将一切社会化，并成为主要的生产性力量。

斯蒂法诺·迪·布基亚尼科和路易吉·萨尔瓦蒂（Ｓｔｅｆａｎｏ Ｄｉ Ｂｕｃｃｈｉａｎｉｃｏ ＆ Ｌｕｉｇｉ Ｓａｌｖａｔｉ）分析了马

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与金融化的关系。［１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

律”中提到了五种“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化是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第六种原因。 布

基亚尼科和萨尔瓦蒂反驳了这种看法，并提出了三种替代性解释：第一，股份公司所发行的长期融资工

具（如股票）的回报率接近于利率，这种利息而非利润并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第二，平均利润率

下降的幅度较低可能是因为所考察的铁路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类似于自然垄断，仍然被排除在利润率平

均化之外；第三，资本有机构成是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有机构成较高，导
致其平均利润率较低。 此外，考虑到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持有股票所取得的报酬更类似于

利息，这种报酬更多是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固定回报，从而被排除在利润率平均化之外。 基于以上几点，
布基亚尼科和萨尔瓦蒂认为，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第六种原因应当是自然垄断行业仍然被排除在利润率

平均化之外。
威廉·杰弗瑞（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ｆｆｅｒｉｅｓ）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测算利润率时通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

对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忽视了成本与机会成本之间的重要区别，因此极大高估了固定资本存

量。［１１］杰弗瑞提出了新的利润率计算公式：π ＝ （ＤＦ） ／ （ＦＣＡ ＋ Ｉ ＋ ＰＶＣ ／ Ｔ ＋ ＵＶＣ），其中分子为国内利润，
分母各项分别为预付固定资本、存货、生产性可变资本 ／资本周转率、非生产性可变资本。 杰弗瑞基于以

上公式重新测算了美国 １９６４ ～ ２０１７ 年的利润率，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杰弗瑞认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美国利润率的上升趋势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结果，其更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东欧和中国转向

了市场经济，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利润率进入二战后最强劲的增长时期。 美国利

润率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开始下降，但仍远高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水平。 杰弗瑞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

化带来的高利润率能够解释美国资本为何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衰退。
　 　 创意城市、世界城市、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等术语曾风靡一时，然后迅速便被人遗忘。 孙郑元和朴

俊（Ｊｕｎｇ Ｗｏｎ Ｓｏｎｎ ＆ Ｊｏｏｎ Ｐａｒｋ）从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和建成环境的论述出发，分析了这些城市话语流

行背后的深层原因。［１２］孙郑元和朴俊分析了建成环境和其他固定资本形式的区别，认为这些区别使得在

建成环境中循环的资本更加脆弱；为了防止危机，外部的非经济干预是必要的，围绕城市概念构建的话

语就是这种干预的表现。 与其他固定资本相比，建成环境的增殖周期较长，资金的投入和回收都具有持

续性和长期性，需要防止金融资本逃离。 此外，与其他固定资本不同，物理性质并非建成环境生产率的

主要决定因素，其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聚集经济。 孙郑元和朴俊指出，建成环境的金融化加剧了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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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 １９６４ ～ ２０１７ 年利润率

内的过度积累问题，大量资本涌入建成环境部门导致其利润率下降。 正常的利润率已不足以实现资本

的再生产，资本家的唯一出路是寻求超额利润。 这些流行的城市话语旨在凸显建成环境的优越性，为攫

取超额利润创造条件，国家干预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话语的使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就业水平从根本上是由资本积累决定的。 资本积累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就

业水平：一方面，就业水平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另一方面，就业水平往往随着技术变革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而下降。 前者是就业效应，后者是驱逐效应。 卡洛斯·加西亚（Ｃａｒｌｏｓ Ａ． Ｄ． Ｇａｒｃｉａ）使用两

种互补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对 １００ 多个国家 ２０１４、２００４、１９９４ 和 １９８４ 年的数据进行横断

面回归，以及对 １９６７ ～ ２０１４ 年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 ＡＲＩＭＡＸ 估

计。［１３］研究发现，就业水平倾向于随着固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这与

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相符。 在另一篇论文中，加西亚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测算了哥伦比

亚 １９６５ ～ ２０１９ 年固定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对就业动态的影响，以验证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积

累的一般规律。［１４］研究发现：第一，就业水平与固定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联（吸引效应），就业水平

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也存在长期关联（驱逐效应）；第二，利润总量对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正向

的双向效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因此，资本的盈利能力对于固定资本存量扩张速度和技术变革

速度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三，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水平在长期和中期呈反比关系，这表明哥伦比亚经济在

所考察的时期存在马克思阐述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第四，与利润挤压模型相符，就业水平对利润总量存

在负向的滞后效应；最后，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就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积累过程决定并决定

资本积累过程的内生变量。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西里沙·奈杜（Ｓｉｒｉｓｈａ Ｃ． Ｎａｉｄｕ）将生产和再生产视为一体，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南方国家的社会再

生产循环理论（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５］ 奈杜认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由相互关联的资本主义生

产、非资本主义生产和生存生产构成，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工资不够维持生存的条件下，工人也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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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 奈杜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循环以消费而非货币为中心：Ａｃ→Ｐｌ→Ｌｐ→Ｖ→Ａｃ。 其含义是：生
产过程（Ｐｌ）通过消费商品和服务（Ａｃ）生产出劳动力（Ｌｐ），劳动力被售卖给资本家以获得工资（Ｖ），工资

被用于购买一系列消费品（Ａｃ）。 这个循环过程只有当工资（Ｖ）完全满足再生产的需要，而且工人只在

工作场所消耗必要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才成立。 如果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Ａｃ）超过了工资可以购

买的消费品（Ｃ），社会再生产循环就需要改写为：Ａｃ→Ｐｌ→Ｌｐ→Ｖ→Ｃ，其中 Ｃ≤Ａｃ。 Ａｃ ＝ Ｃ ＋ （Ｃｄ ＋ Ｃｈ ＋
Ｃｎｌ），Ｃｄ 为家庭生产所提供的消费品，包括生存生产和小商品生产；Ｃｈ 为家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Ｃｎｌ

为从自然中获取的商品和服务。 工人阶级家庭为了实现再生产总共投入的劳动时间可以表示为：Ｌｔ ＝ Ｌｐ

＋ （Ｌｄ ＋ Ｌｈ）。 Ｌｔ 是为了取得必要的消费品 Ａｃ 总共投入的劳动时间；Ｌｐ 为雇佣劳动的工作时间，Ｌｄ 为家

庭生产的劳动时间，Ｌｈ 为家务劳动时间，即（Ｌｄ ＋ Ｌｈ）为无偿劳动。 如果 Ｌ 为社会可接受的工作日长度，
可以将 Ｌｔ 改写为：Ｌｔ ＝ Ｌ ＋ α ＝ Ｌｐ ＋ Ｌｄ ＋ Ｌｈ。 奈杜指出，α≥０ 意味着工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来实

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同的劳动过程实际上为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补贴，并产生了对劳动者家庭劳动的

超级剥削。 然而，如果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仍然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家庭的消费需要，劳动人民就会陷入

贫困状态或出现社会再生产危机。
卡洛斯·加西亚（Ｃａｒｌｏｓ Ａ． Ｄ． Ｇａｒｃｉａ）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构建了一个无偿家务劳动的

数学模型，并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数据进行了验证。［１６］该模型的中心思想为：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工人

阶级家庭生活和再生产所需消费品的货币价值，如果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则存在对工人的超级剥削；
超级剥削意味着工人阶级家庭用工资购买的商品与其需要的商品之间存在差额，因此必须用无偿家务

劳动来弥补，从而使无偿家务劳动与超级剥削存在比例关系。 经验研究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超
级剥削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存在超级剥削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工人阶级家庭分别比

其他家庭平均每周多花费 １１. ９ 小时和 ６. ３ 小时的家务劳动；劳动力价值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

正效应，雇佣工人的数量则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加西亚认为，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

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些学者将无偿家务劳动视为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

组成部分。 然而，加西亚认为，无偿家务劳动并非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而是工人阶级对工资低于劳

动力价值的反应。
阮德贤（Ｄｕｃ Ｈｉｅｎ Ｎｇｕｙｅｎ）基于再生产理论考察了异性恋本位（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酷儿（ｑｕｅｅｒ）和新

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１７］阮德贤认为，异性恋本位塑造了规范性的性别主体，通过劳动力的社会再

生产过程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 异性恋本位通过维持性别分工，使女性的劳动力价值被低估或成为无

酬劳动，进一步强化了父权制的家庭结构。 其再生产出规范性的异性恋家庭，在劳动力的社会化过程中

灌输规范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其通过将非异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边缘化，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控制

和剥削，并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 阮德贤认为，当前产生了一种新自由主义酷儿主体，其表面具

有多样化的性别和性取向，但其仍然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规范。 新自由主义酷儿主体的形成与消费主义

密切相关，资本家通过掌握这个群体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市场需求。 阮德贤认

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异性恋本位对酷儿群体的压迫，因此，真正的酷儿解放需要对生产和再生产结构

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不断增加，使得护理危机日益加剧。 宝拉·罗德里

格斯—莫德罗诺（Ｐａｕｌａ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Ｍｏｄｒｏňｏ）等以西班牙的护理部门为例，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考

察了数字劳动平台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１８］ 西班牙的护理工作采取了私有化、女性化和隐形提供的方

式，数字护理平台的兴起并不是解决护理危机的新方案，仅仅是私有化的继续。 罗德里格斯—莫德罗诺

等认为，私有化的数字平台作为家庭和工人的中介，推动了护理工作的市场化，也加剧了非正规就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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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平等，特别是移民工人和女性工人缺乏基本的劳动权利。 性别化和种族化一直是护理工作的重

要特征。 护理工作的性别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护理工作被视为女性的传统角色，因而女性在这一

领域具有较高参与度；其次，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过去与女性相关的就业形式，如灵活和非正式工作，
变得更加普遍。 种族化则体现在以拉美裔女性为主的移民女性占了较高的比例，她们往往因为缺乏社

会支持等原因而从事这类低薪且不稳定的工作。 此外，平台利用其中介地位提高了客户和工人之间的

权力不对称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且不用对其负责，进一步增加了护理工作的不稳定性。

四、金融资本与金融化研究

图兰·苏巴萨特和斯塔夫罗斯·马夫鲁迪斯（Ｔｕｒａｎ Ｓｕｂａｓａｔ ＆ Ｓｔａｖｒｏｓ Ｍａｖｒｏｕｄｅａｓ）对金融化假说的

核心观点和经验证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化假说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证据都存在缺陷。［１９］苏巴萨

特和马夫鲁迪斯指出，金融化假说错误地认为金融体系能够自主创造财富，金融积累不仅独立于实际积

累，而且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生产资本。 此外，金融化假说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金融导向的剥削机

制，毫无根据地将资本主义金融等同于早已不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金融。 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认为，
金融化并非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或新类型，该类观点无法准确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金融并没有取

得独立或主导地位，并没有独立于生产资本的利润来源。 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对金融化假说的若干

经验证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实际上并不属于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所占的

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未发生异常增长，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金融部门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下降了 ５１. ２％ ，
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下降了 ６５. ９％ ，因而并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化是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佩尔塞福尼·察利基和莱夫特里斯·特苏菲迪斯（Ｐｅｒｓｅｆｏｎｉ Ｔｓａｌｉｋｉ ＆ Ｌｅｆｔｅｒｉｓ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认为金融化

并非新现象，金融部门的扩张具有周期性，当前金融化阶段的显著特征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已经存

在。［２０］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具体考察了 １８９６ ～ １９３９ 年和 １９８２ 年至今两个长周期的相似之处，认为这两

个时期的金融扩张只存在数量差别，当前并非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新阶段。 具体来看，在前一个阶段

中，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主要依赖于信贷，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也日益

加剧，金融部门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提高，但利润率和利率在这一时期已经显示出下降趋势，最终引发了

１９２９ 年经济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伴随着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动机和金融实践进一步强化，利率

的持续下降和利润率的波动使资金更多地从实体经济投资转向金融资产，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最终引

发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指出，这两次金融化都是利润率与利率下降的产物，利润

率和利率下降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而非投资于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受益者则是那些

能够以低成本参与投机和进行资产管理的富人。
卡洛琳娜·阿尔维斯（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ｌｖｅｓ）在马克思主义货币与金融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作为虚拟资

本的政府债券对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重要性。［２１］阿尔维斯认为，政府债券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连接

起来，为私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和安全资产。 作为虚拟资本，政府债券不只是为政府的赤字支

出或财政刺激提供融资，更是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实际投资和金融投资的收益率

以及证券的定价直接相关。 因此，政府债券在马克思的货币和信用制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 阿尔维

斯认为从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政府债券是政府的主动工具，而非只是公共赤字的被动结果，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债务既是无法避免的，也无法被清偿。 其次，政府债券为纯粹的金融积累

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渠道，金融部门通过政府债务攫取了全社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在金融化条件下，现代中央银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在关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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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通常不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 马丁·索科尔（Ｍａｒ⁃
ｔｉｎ Ｓｏｋｏｌ）认为，近年来各国中央银行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操作使得将货币政策排除在外变得不再合

理。［２２］索科尔考察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干预政策，认
为这些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创造者”或“生成者”。 这些中央银行的干预为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以及整个经济提供了相当大的“补贴”，因而很难将其排除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 索科尔指出，
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的非常规操作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将进一步扩大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范围，即国家

不仅是资本的推动者、监督者和所有者，而且是资本的“创造者”。 这种资本创造者的角色对当代资本主

义的生存至关重要。
阿尔比娜·吉巴杜丽娜（Ａｌｂｉｎａ Ｇｉｂａｄｕｌｌｉｎａ）考察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金融化后美国金融部门利润的

来源及其盈利活动所发生的变化。［２３］ 吉巴杜丽娜将“创造”金融利润的活动分为信用中介、市场中介和

食利三类。 信用中介指的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向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主要通过存贷利差盈利。
市场中介指的是投资银行充当投资者和企业的中介并收取费用，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则收取资产

管理费用。 食利主义包括通过持有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证券获利，通过避税或逃税获利，以及通过监管套

利和创设垄断租金获利。 吉巴杜丽娜考察了美国国税局报告的美国金融部门的所有收入来源，提出了

一种测算美国金融机构利润份额的新方法。 研究发现，美国金融部门信贷中介活动的收入份额从 １９８２
年的 ７０％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５％ ，而食利主义和市场中介活动的收入份额，分别从 １３％增加到 ３４％和从

１６％增加到 ３１％ 。 信用中介的衰落和食利主义的兴起也反映在美国金融企业持有资产的构成上。 综合

债务证券、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份额，食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３１％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４％ 。
吉巴杜丽娜指出，美国金融部门已经从资本的借贷者转变为资本的所有者，极大削减了向生产领域提供

的生息资本数量。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金融部门提供的生息资本占所有可用资本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其
持有的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资产比重则翻了两番。

帕纳约蒂斯·伊利奥普洛斯和达里乌斯·沃奇克（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Ｉｌｉ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Ｄａｒｉｕｓｚ Ｗóｊｃｉｋ）认为，现有

的金融化研究文献缺少对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过分夸大了金融部门规模膨胀。［２４］他们以网络理论和网

络中心性（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概念为分析工具，考察了次贷危机前后美国金融部门的变化，以及金融化过

程如何改变了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将金融和会计、法律、商业咨询等部门作为

一个整体来看，其中心性在次贷危机前和危机后都提高了。 在金融部门内部，次贷危机后银行业与其他

部门之间的联系有所下降，房地产部门的中心性在次贷危机期间暂时下降，危机后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增

强。 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金融和先进商业服务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也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之一。
伊利奥普洛斯和沃奇克认为，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化进程并未停止，危机后金融和先

进商业服务部门的中心性，以及前向和后向联系都大大加强了。
里卡多·巴拉达斯（Ｒｉｃａｒｄｏ Ｂａｒｒａｄａｓ）实证估计了金融化对欧盟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９ 年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

影响。［２５］巴拉达斯认为，金融化通过四个渠道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表现疲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金融化程度加深。 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研发、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投资

产生负面影响。 巴拉达斯以欧盟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以滞后一期的劳动生产率、经济表现、劳动收入

份额、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化程度为自变量，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进行了估计。 研究发现，滞后一

期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表现对欧盟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化程度对劳动

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欧盟的经济表现更强劲，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甚至上升）的幅度更

小，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甚至下降）的程度更小，金融化程度更低，那么其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中

会增长更多。 因此，巴拉达斯认为，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能够提振经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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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降低金融化程度的政策，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避免陷入新的金融化时代“长期

停滞”。

五、数字资本主义研究

阿里·巴哈特和雷切尔·菲利普斯（Ａｌｉ Ｂｈａｇａｔ ＆ Ｒａｃｈ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技术资本

之间的关系，认为科技公司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结盟，深度参与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规训性活动，并
在此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来源。［２６］在过去十年中，私营科技公司深度参与了一系列国家活动，涵盖警务、
移民管制、国家安全、医疗保健和福利管理。 巴哈特和菲利普斯提出了技术福利（ ｔｅｃｈｆａｒｅ）的概念，技术

福利的核心是对美国技术生态系统中的社会不安全感进行管理。 在缺乏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

下，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独特的制度形式来抑制社会不安全感，其核心目标是将相对过剩人口纳入基于

市场的社会关系，并惩罚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行为。 巴哈特和菲利普斯认为，技术福利提供了有效规训相

对过剩人口的新技术：平台将这些人口吸收到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并在不需要他们时将其赶出劳动力市

场；金融科技产品快捷地为无法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和失业者提供新的信贷来源；监禁技术则镇压劳工抵

抗并惩罚社会边缘群体。 技术福利通过为穷人和负债者提供便捷的规训性金融产品，成为应对日益加

剧的社会不安全感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增强了国家跟踪和监督社会边缘群体的能力。
艾德利·科隆比尼（Ｉｄｅｒｌｅ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ｎｉ）分析了数字平台如何以新的方式吸纳和构建产业后备军，认

为数字工作平台是劳动在形式和实质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２７］ 科隆比尼认为，通过形式吸

纳，数字工作平台使劳动力丧失了过去对一些生产活动所拥有的自主权，这些活动现在被拥有数字平台

的大公司纳入了一个完全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过程，劳动力与其他商品或生产资料一样被纳入企

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之中。 除了形式吸纳，数字平台还通过使用一系列技术，特别是算法系统，大
大提高了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其唯一目的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使劳动真正从属于资本的实质吸纳

过程。 科隆比尼认为，数字平台不再严格区分在职工人和后备军，而是将这两类人群合并在一起，因为

工人在每次劳动结束后都不得不再次寻找工作。 因此，数字平台内化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即使是最

活跃的数字平台工人，也时刻面临着成为后备军的压力。
塞西莉亚·丽卡普（Ｃｅｃｉｌｉａ Ｒｉｋａｐ）研究了数字经济时代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权力的新性质、垄断力量

产生的因素及其对其他公司的控制机制。［２８］丽卡普认为，知识垄断在当代得到了系统性的加强和扩大，
其关键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共生关系。 知识垄断企业所掌握的庞大且多样化的数据能够产生规模

经济，这些数据由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 它们在处理大量的数据时会自行学习和改进，从而进一

步加速创新。 科技巨头享有获取关键知识和信息的特权，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公司和组织则被剥夺了

这项权力。 丽卡普认为，知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知识日益被垄断企业所占有，今天的垄断企业已

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划者，史无前例的数字智能将知识垄断企业的规划能力扩展到了过去任何国

家或公司都无法想象的程度。 知识垄断者是积极主动的食利者，它们需要继续投资于研发，通过内部生

产或从他人那里获得无形资产，以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它们还需要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
收集、运输和存储数字无形资产。

李钟瑾和齐昊（Ｚｈｏｎｇｊｉｎ Ｌｉ ＆ Ｈａｏ Ｑｉ）分析了数字劳动平台利润率低的原因。［２９］ 李钟瑾和齐昊首先

指出了全球十大劳动平台盈利能力的特征事实，并对其成本结构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平台劳动成本

（如快递员和司机的收入）和市场推广费用占其收入的大部分，这限制了平台的利润空间。 李钟瑾和齐

昊认为，数字劳动平台的生产模式和竞争模式一方面为其从生产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设置了上限；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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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其造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这可以解释其利润之谜。 从平台的生产模式看，虽然平台经济具有一定

的技术效率，但平台的技术主要与市场匹配和劳动纪律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改变工人进行劳动和完成任

务的方式，因而为其盈利潜力设置了上限。 从平台的竞争模式看，平台经济的进入壁垒很容易被打破，
平台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不得不进行价格战和发放补贴。 金融资本将平台公司的估值最大化放在首位，
强迫平台公司进行扩张和实施垄断。 平台公司通过价格战和补贴进行扩张产生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从
而严重损害了其盈利能力。

阿切尔·比森克（Ａｒｃｈｅｒ Ｂｕｉｓｓｉｎｋ）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机器概念，对数字平台进行了分

析，认为作为一个机器体系的数字平台的核心是传动机构或算法，算法使技术公司能够对零工的劳动过

程进行监控。［３０］马克思认为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三部分组成。 随着机器体系的发

展，传动机构的协调作用对生产越来越重要，比森克正是从机器传动机构的视角来理解平台机器体系

的。 首先，平台劳动需要协调交易平台、工人和最终用户三方的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链接不仅是为了

将各方连接在一起，而且还确保科技公司能够从这种互动中获益。 其次，平台机器体系还使用算法组织

大规模的劳动过程，运用平台技术能更加方便地规范工人行为，提供算法的“全景监控”，以及通过客户

满意度等数据鼓励或限制工人工作，并且由于工人缺乏正式的就业保护，平台对数据的使用并不受限

制。 最后，平台机器体系使得相对过剩人口迅速扩大，平台工人无法持续性地为平台工作，因而成为流

动过剩人口的一部分。

六、新封建主义与食利者资本主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封建主义的复兴，这些学者提出了新封

建主义（ｎｅｏ －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技术封建主义（ ｔｅｃｈｎｏ －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数字封建主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和信息封

建主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等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强调生产转向强调收入榨取，资本家已

经沦为类似于封建地主的食利者。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Ｅｖｇｅｎｙ Ｍｏｒｏｚｏｖ）在 ２０２２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对技术封建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莫罗佐夫认为资本主义一直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利用其所能调动

的任何资源；封建言论的流行显示了左翼学者学术研究的薄弱。［３１］ 莫罗佐夫提出，我们首先要厘清封建

主义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经济制度，其特征就是存在一个寄生性的统治阶级；如果我

们把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特征就是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和分散化。 技术封建

主义论者认为，信息和数据网络本身的性质将数字经济导向了租金和剥夺的封建逻辑，而不是利润和剥

削的资本主义逻辑。 莫罗佐夫指出，剥夺和掠夺一直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构成因素，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

所以能够只使用经济手段榨取价值，是由于在非资本主义外围广泛使用超经济的手段榨取价值。 莫罗

佐夫认为，技术封建主义论并非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步的产物，而是由于其显然无法理解数字经

济，不能理解数字经济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 同时，技术封建主义论假设国家是弱小的，认为国家的

主权被许多技术领主瓜分了，其实大大低估了国家的作用。
莫罗佐夫的研究引发了许多学者的争论。 《环境与规划 Ａ：经济与空间》杂志在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刊发

了一组关于食利主义的论文。［３２］基恩·伯奇和卡勒姆·沃德（Ｋｅａｎ Ｂｉｒｃｈ ＆ Ｃａｌｌｕｍ Ｗａｒｄ）在引言中给出

了食利和经济租金的定义，并梳理了关于食利主义的不同概念方法。 伯奇和沃德认为，食利指的是通过

对资产和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榨取租金，而非通过生产与销售新的产品与服务获利。 经济租金是通过

对特定资产或资源的所有权与控制，从社会—自然世界榨取的价值。 伯奇和沃德指出，将当代资本主义

概括为食利主义已经成为普遍做法。 然而，在金融时报和世界经济论坛那里，租金概念不是用来说明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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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资本主义积累动态的基本关系，而是一个道德寓言。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关注食利主义的批判性研究

方法，这种方法并未忽略食利主义所嵌入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过程和权力动态。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从过去更加强调生产性活动和企业家精神，转变为强调非生

产性和食利性的活动。 埃伦娜·巴廖尼（Ｅｌｅｎａ Ｂａｇｌｉｏｎｉ）等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资本主义之分，或一个好的企业家精神与坏的食利者之分，存在的只有剥削性的资

本主义，无论其被贴上好的标签还是坏的标签。［３３］巴廖尼等认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需要关注劳动分工

的情况，特别是标准化过程和无形资产的兴起。 巴廖尼等首先将租金视为一种阶级关系，作为一种阶级

关系，租金体现了资本对生产领域和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捕获和控制。 巴廖尼等将作

为阶级关系的租金与资本循环过程结合起来，认为将租金纳入资本循环就可以揭示租金的本质，即租金

将价值从劳动者那里再分配给相互竞争的资本家。 这种观点将租金与价值榨取的根源———对劳动的剥

削与控制———重新联系在一起，与那些认为租金来自创新产生的价值流或来自稀缺性的观点不同。 巴

廖尼等认为，劳动分工中的标准化使得人、地点和物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无形资产则将它们区分开来。
无形资产的持有者掌握了稀缺资源，从而可以对广泛的劳动分工施加直接或间接控制。 标准化的驱动

力不只是控制劳动，也是因为主导企业企图控制生产过程，社会分工中的等级体系使一些企业能够攫取

资本循环中的其他环节所生产的价值。
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Ｂｒｅｔ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分析了当代英国占主导的食利主义形式，认为英国经济

并未金融化，或者说英国经济不只是发生了金融化，而是已经食利化。［３４］克里斯托弗斯认为，英国经济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广泛地转向食利性活动，这些活动涉及控制稀缺资产并从中榨取收入（即租金），
其中金融部门是最主要的食利性部门。 克里斯托弗斯将租金定义为通过所有、占有或控制稀缺资产，以
及在竞争受限或不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所榨取的收入。 克里斯托弗斯识别了八种主要的资产类型，并总

结了围绕每种资产所形成的特定食利者经济形式。 这八种资产类型为金融资产、土地、自然资源储量、
知识产权、无线电频谱、数字平台、自然垄断和服务合约。 这些资产的租金收入流来自利息、股息、资本

收益、地租、产品出售、知识产权许可、服务费和广告费等。 克里斯托弗斯认为，英国经济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后的食利化更多是 １９ 世纪末的食利者的回归，新自由主义在过去 ４０ 多年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以及与资产所有权和财产权相关的政策，为维持稀缺性的商业资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这些资

产的所有者从中安全地榨取租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七、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冲突

１． 生态危机与“去增长”理论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太阳能地球工程（ｓｏｌａｒ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其主张通

过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来减缓气候变化。 凯文·瑟普赖斯和让·菲利普·萨平斯基（Ｋｅｖｉｎ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
Ｊｅ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ｐｉｎｓｋｉ）分析了 ＳＧ 研究的资金来源，发现 ＳＧ 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并非是化石资本，而是美

国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以及众多亿万富翁慈善家。［３５］瑟普赖斯和萨平斯基认为这些资助者构成了“气
候资本”，ＳＧ 被视为一种渐进式、市场驱动的脱碳策略，已成为化石资本和气候资本之间达成阶级妥协

的工具。 瑟普赖斯和萨平斯基认为，有三个因素推动围绕 ＳＧ 的政治经济联盟从化石资本转变为气候资

本：第一，资本集团中的化石资本开始衰落，技术美元联盟（ ｔｅｃｈｎｏｄｏｌｌａ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开始崛起；第二，ＳＧ 方

法从远期的应对措施转变为“争取时间”的短期机制，从而可以与气候资本的长期构想互补；第三，硅谷、
金融资本和 ＳＧ 研究项目具有相同的生态现代主义和慈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政府高层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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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ＳＧ，这是因为 ＳＧ 完美契合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与技术官僚中心主义。
经合组织对包括林业在内的生物经济在缓和气候危机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希望用生物基材料取

代化石能源材料。 然而，北欧的林业企业不仅没有抓住机会扩张，反而进一步缩减规模、削减研发费用。
维克托·斯克曼（Ｖｉｋｔｏｒ Ｓｋｙｒｍａｎ）基于调节主义方法和时空修复概念，分析了金融化机制如何既暂时缓

解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欧林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危机及其对劳动者、供应商和企业研发的影响。［３６］斯克曼

指出，北欧林业企业在过去 ４０ 年中经历了全球化和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调节模式既加剧了北欧林业企

业的利润率下降危机，也通过不同方式暂时缓解了危机。 斯克曼总结了主导企业应对利润率下降的六

种方式：空间修复（跨州产业整合）、技术修复（开发新的林业产品）、定价修复（操纵和稳定价格）、组织

修复（将资本和劳动成本外部化）、国家研发替代修复（增加国家研发投入）、社会生态修复或林业的金融

化（非金融企业从森林价值的上升中获益）。 斯克曼认为，森林的金融化发挥了社会生态修复的作用，森
林账面价值的增加改善了林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拉升了企业股价，并提高了其信用评级。 然而，面对

生态承载力减弱和供应商关系紧张的局面，林业在将来能否应对利润率下降危机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
斯克曼认为，跟其他修复手段一样，森林资产账面价值的增加只是暂时缓解而非彻底解决了利润率下降

危机，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恶化会严重削弱林业企业的盈利能力。 在林业金融化的背景下，森林资产的贬

值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过去几十年兴起了一场“去增长”（ｄｅｇｒｏｗｔｈ）运动。 近年来，生态社会主

义者接受了去增长运动的许多观点，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倡议。 迈克尔·勒维（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öｗｙ）认为，虽然去增长运动本身并没有定义什么样的社会将取代当前的制度，其只关注生产主义和消

费主义，但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接受去增长运动的理论主张，即支持能够减少大量能源消耗的去增

长策略，并基于民主计划、自我管理、使用价值的生产、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提供以及人的自由发展，构建

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统治、父权制以及各种社会排斥的社会主义社会。［３７］勒维指出，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去

增长并没有提供一个可量化的去增长概念，即生产和消费需要减少多少数量，但它提出了质的要求。 比

如，化石能源、杀虫剂、核潜艇和广告的生产不仅要减少，而且要停止；私人汽车、肉类和飞机的生产要大

幅度减少；有机食品、公共交通和碳中和房屋的生产则要进一步增加。 勒维认为，北方工业化国家应该

在去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因为这些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累积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 这些地区的

消费水平，尤其是特权阶层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可持续和浪费性的。 勒维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

既是未来的计划，也是当前的斗争策略，不存在等待条件“成熟”的问题，而且应该将社会斗争和生态斗

争结合起来。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借鉴 １９ 世纪社会主义的计划概念，结合苏联、中国等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了“有计划去增长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３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

生产和消费的无计划性使得生态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主义则将通过集体计划实现人与自

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平衡。 福斯特指出，计划必须是全过程民主的，这意味着需要人民参与，特别是在决

定资源分配和投资计划时。 福斯特认为，发达国家当前必须采取去增长策略，转向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模

式，这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专注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实现更低

的能源消耗水平，实现全球人均消费的平等化，并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 福斯特认为，实现这种

转型需要彻底变革生产、消费和分配关系，摆脱垄断资本、剥削、浪费和无休止的积累动机，重新分配社

会剩余和减少军事开支，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以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共同体需要和个体发展需要为目

的的社会。
肯特·克里加德（Ｋｅｎｔ Ｋｌｉｔｇａａｒｄ）认为，缺乏计划的去增长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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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灾难，特别是对于穷人和劳动人民来说。 生态危机的加剧要求我们通过有计划的去增长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３９］克里加德认为，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增强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和劳动生

产率的控制。 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对剩余的吸收通常以消费、投资和浪费的方式进行，
这使得有计划的去增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困难重重。 克里加德指出，我们在将来可以采取以下应对

措施：不寄希望于靠技术拯救我们，也不要相信单靠一系列微小的改革就能转向与自然界限相适应的经

济模式；不能简单地等待社会主义为去增长创造合适的物质条件。 用有意义的工作取代去技能化的工

作和炫耀性消费，停止对化石能源的开采和生产补贴，形成团结合作的共同体。 限制资本积累，让金融

资本家为其国际套利行为付出代价，将投资从对地球有害的项目转向有益的项目。 消灭帝国主义，关闭

武器制造企业和为帝国主义提供资金的银行。
２． 经济停滞与国内外冲突加剧

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 ＆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认为，新自由主义

和金融化使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加剧了美国经济过度积累和停滞的矛盾。［４０］新自由主义在政府和

市场之间建立了新的协同关系，过去由福利国家承担的社会再生产任务越来越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
中央银行等国家部门都处于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 马格多夫和福斯特指出，金融化已经深深嵌入到美

国经济之中，金融资本开始操纵不依赖固定收入的人口的个人资金流动，这是通过比过去更加系统和更

加贪婪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的，例如抢劫私人和公共养老金以及健康保险，向穷人收取更高的利息，以及

抬高药品成本，等等。 新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要求从更多的人口身上榨取更大的收入流，这一点在金融

危机爆发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普通民众的收入、养老金、健康保险、公共教育支出、福利津贴等都受到

了影响。 马格多夫和福斯特指出，这是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反应，其无疑有助于增加资

本的权力、收入和财富，但对劳动者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普拉哈特·帕特奈克（Ｐｒａｂｈａｔ Ｐａｔｎａｉｋ）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世界经济出现了“去分割化”，其导

致的生产过剩使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倾向。［４１］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其特点是南方的实际工资维持在生存工资的水

平，北方的实际工资则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 新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这种

分割。 世界经济的去分割化使发达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受到全球南方大量劳动力后备军的负面影响。
同时，南方国家的劳动力后备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 这是因为，南方国家为了保持竞争力，
不得不引进先进技术，使得就业增长率远低于之前的时期。 帕特奈克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

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了两个基本趋势———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全球生产过剩，世界经济的长期

停滞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是在看不到希望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背景

之下，法西斯主义倾向在全球各地出现。 帕特奈克指出，这种新法西斯主义是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服务

的，南方国家只有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才有出路。
阿伦·弗里曼（Ａｌａ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分析了北方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 弗里曼用多种方

法测算了北方国家的 ＧＤＰ 及其增速，并使用多种方法对各国数据进行加总。［４２］弗里曼研究发现，至少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始，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年均增长率在 １９７０ 年之前从未低

于 ４％ ，１９７４ 年后则从未高于 ３. ５％ ，而且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达到刚超过 １％的历史最低值。 新兴工

业化国家早期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但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趋势。 弗里

曼指出，北方国家的衰落并非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后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或金融化等积累体制问题造成

的，也不是疫情、乌克兰战争和中国的崛起造成的。 实际上，当前的危机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

战后黄金年代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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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约翰逊（Ｎｉｃ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左派当前主要关注利润率下降趋

势，忽视了利息率的下降趋势。［４３］约翰逊认为，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最终产生了利息率下降趋势。
这些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储蓄倾向高于投资倾向、资本主

义全球扩张已接近极限、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减少、不平等加剧，等等。 利息率的下降导致流动资

本越来越充裕，约翰逊认为未来可能出现三种景象：第一，高效电池、量子计算机、碳捕获、太空旅行等通

用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刺激生产性投资，并使资本再次具有稀缺价值，但这只会延迟资本主义矛盾的爆

发；第二，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这会带来更大的灾难；第三，将过剩资本导向绿色能源、公共教

育、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和儿童抚育等公共投资领域。 约翰逊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经济的基本

工具，利率已经触及到了其零下限，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同时，在流动资本极

大充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计划，这再次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杰森·西克尔和迪伦·沙利文（Ｊａｓｏｎ Ｈｉｃｋｅｌ ＆ Ｄｙｌａｎ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认为，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资本主义

推动了消除极端贫困的进程；相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人类福利的显著下降有关。［４４］ 西克尔和沙利文指

出，极端贫困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剥夺、圈地运动和剥削的结果。 极端贫困不应该存在于任何公正

和人道的社会，必须加以消除，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帝国主义国家

似乎在积极阻止这一目标的实现。 历史经验数据表明，公共计划和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
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 西克尔和沙利文指出，这需要南方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与国际资本结盟的政

治派别所控制的政府，减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货币和进口依赖，同时建立强大的“南南”联盟。
西克尔和沙利文认为，从全球生态危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政策的优势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最大化组织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过度使用能源和物质资源，但仍无法满足

人类的许多基本需求。
本杰明·塞尔文（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ｅｌｗｙ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引发了第一次“全球供应链危机”，疫

情后各国都倡导增强供应链弹性，但其目的在于为劳动力剥削、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日益增强的资本主

义地缘政治竞争提供正当理由。［４５］塞尔文认为，在劳动力剥削和资本集中方面，供应链布局的本质是加

强主导企业对供应商企业的监督，这一过程从属于知识垄断资本主义。 对信息的控制日益成为供应链

管理和剩余价值榨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大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断提高。
这些大公司不仅通过降低工资和强制工人劳动来增强供应链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剥削

程度和企业盈利能力，例如通过算法等技术持续追踪工人的绩效，对任务进行自动决策，以及对客户反

馈进行评估。 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增强供应链弹性的政策，试图通过经济、政治

和地缘政治手段压制中国的崛起：一方面维持现有的剩余价值转移模式；另一方面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

力。 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强调供应链的多样化，特别是避免对中国产生过度的依赖，同时借此加

强与盟友之间的联系。
大卫·科茨（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ｏｔｚ）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爆发的乌克兰战争，认为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４６］科茨指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有两个

重要因素：一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存在寡头资产阶级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崛起；二是美国政府采取的后

冷战战略，其旨在维护和扩大美国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统治。 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

起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美国官方发言人和主流媒体经常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 科

茨认为，乌克兰本身并非民主国家，而且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只适用于国家内部，不适用于国家之间。 乌克兰

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双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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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有些学者的观

点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例如，科利亚诺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出发，将“剥削率平均化”归结为马

克思的一般性观点，但马克思在一些数值例子中假定剩余价值率相同，主要是为了简化分析。 同时，马
克思指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不必假定存在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因为资本家的获利程度“不是决定于剩

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 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表示

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４７］马格多夫和福斯特关于对工人的掠夺和剥削之间关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实践的新变化，但将低薪工作解读为对工人的掠夺可能混淆了掠夺和剥削的区别，
因为低薪工人也是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只是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剥削。 虽然对于原始积累当代持续性的

讨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博内费尔德将经济危机以暴力手段暂时性恢复平衡的过程解读为原始积累

的持续进行，可能存在将原始积累概念过度泛化的问题。 在金融化研究方面，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对

金融化假说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进行了批判，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则认为当前的金融化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金融化只存在数量差别。 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都过于强调金融化过程中某些量的变化，忽视了过

去 ４０ 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金融部门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进行了彻底重构，金融资本与实际资本的

关系发生了转变，非金融企业本身也出现了金融化，等等。 比森克从机器传动机构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平

台，对于马克思机器论和平台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机器传动机构的作用是将发动机的动力传

送给工具机，数字平台传输的内容则是数据，二者虽然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实质区别。 在新

封建主义与食利者资本主义研究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确实出现了封建主义剥

削方式的复兴，但也要看到雇佣劳动制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 最后，对于当代资本主

义的危机与冲突，我们要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绝不是单方面的危机，而是涵盖政治、经济、社
会、生态的系统性危机，因此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单个方面的修补方案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是

唯一出路。 以上仅以一些学者的分析为例进行了说明，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马克

思的分析，然而其是否合理需要读者进一步分析判断。
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延续了自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研究倾向，即从疫情前侧重

理论研究转向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研究，同时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我们在去年的研究

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持续关注的主题———金融化和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

义。 这两个主题仍然是 ２０２３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４８］ 我们认为，在这两个研究主题和其他主

题背后，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条主线———资本积累和劳动剥削：第一条主线是揭示当代资本

主义资本积累所遇到的各种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停滞趋势；第二条主

线是研究资本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新举措，即资本一方面加重对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剥

削方式和扩展剥削领域。 资本积累所遇到的障碍及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举措最终导致主要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日益加深、国际冲突不断加剧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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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Ｓｉｒｉｓｈａ Ｃ． Ｎａｉｄｕ．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２３， ５５（１）： ９３ － １１１．
［１６］Ｃａｒｌｏ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Ｄｕｑｕｅ Ｇａｒｃｉａ． Ｕｎｐａｉｄ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８１（４）： ５４９ － ５７３．
［１７］Ｄｕｃ Ｈｉｅｎ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３， ５５（１）：

１１２ － １３１．
［１８］Ｐａｕｌａ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Ｍｏｄｒｏňｏ， Ａｓｔｒｉｄ Ａｇｅｎｊｏ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ｃｉóｎ Ｌóｐｅｚ － Ｉｇｕａｌ． 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３， ５５（４）： ６２９ － ６３８．
［１９］Ｔｕｒａｎ Ｓｕｂａｓａｔ， Ｓｔａｖｒｏｓ Ｍａｖｒｏｕｄｅ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Ｊ］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１４（２）： ２０４ － ２３３．
［２０］Ｐｅｒｓｅｆｏｎｉ Ｔｓａｌｉｋｉ， Ｌｅｆｔｅｒｉｓ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ｌｄ Ｗｉｎｅ ｉｎ Ｎｅｗ Ｂａｒｒｅｌ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１４（３）： ３２８ － ３５６．
［２１］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ｌｖｅｓ．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ｎｄ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Ｊ］ ．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２８（３）： ３９８ － ４１５．
［２２］Ｍａｒｔｉｎ Ｓｏｋｏ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２３， ５５（５）： １３０５ －１３２４．
［２３］Ａｌｂｉｎａ Ｇｉｂａｄｕｌｌｉｎａ． 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２８（２）： ２５９ － ２８３．
［２４］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Ｉｌｉ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ａｒｉｕｓｚ Ｗóｊｃｉｋ．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Ｊ］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３， ２７（５）： ７０７ － ７２８．
［２５］Ｒｉｃａｒｄｏ Ｂａｒｒａｄａｓ． Ｗｈｙ Ｈ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ｌｏｗｅｄ Ｄ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Ｋｅｙｎｅｓｉ⁃

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３， ５５（３）： ３９０ － ４２２．
［２６］Ａｌｉ Ｂｈａｇａｔ， Ｒａｃｈ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Ｊ］ ．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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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ｙ， ２０２３， ２８（４）： ５２６ － ５３８．
［２７］ Ｉｄｅｒｌｅ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ｎｉ．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ｍ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０２３，１３（３）： ３１１ － ３２９．
［２８］Ｃｅｃｉｌｉａ Ｒｉｋａ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Ｊ］．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１３９）：１４５ －１６０．
［２９］Ｚｈｏｎｇｊｉｎ Ｌｉ， Ｈａｏ Ｑ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３，

５５（４）： ６１７ － ６２８．
［３０］Ａｒｃｈｅｒ Ｂｕｉｓｓｉｎ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 ． Ｒｅｔｈｉｎ⁃

ｋ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２０２３， ３５（１）： ８ － ２３．
［３１］Ｅｖｇｅｎｙ Ｍｏｒｏｚｏｖ．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Ｊ］ ．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２（１３３ － １３４）：８９ － １２６．
［３２］Ｋｅａｎ Ｂｉｒｃｈ， Ｃａｌｌｕｍ Ｗａｒ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Ｒｅｎｔｉｅｒｓｈｉｐ［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２３， ５５（６）：１４２９ － １４３７．
［３３］Ｅｌｅｎａ Ｂａｇｌｉｏｎｉ， Ｌｉａｍ Ｃａｍｐｌｉｎｇ， Ｇｅｒａｒｄ Ｈａｎｌ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ｎｔｉ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２３， ５５（６）： １５２８ － １５４７．
［３４］Ｂｒｅｔ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２３， ５５（６）： １４３８ － １４７０．
［３５］Ｋｅｖｉｎ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Ｊｅ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ｐｉｎｓｋｉ． Ｗｈｏｓ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ｇｅ⁃

ｍｏｎ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２０２３， ４７（４）： ５３９ － ５６４．
［３６］Ｖｉｋｔｏｒ Ｓｋｙｒｍ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ｉｘ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Ｊ］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３， ２７（５）： ７４８ － ７６９．
［３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öｗｙ． Ｎ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ｇｒｏｗｔｈ［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７５（３）： １５４ － １５９．
［３８］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Ｄｅｇｒｏｗｔｈ Ｅ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７５

（３）：１ － ２９．
［３９］Ｋｅｎｔ Ｋｌｉｔｇａａｒ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７５（３）： １ － ２９．
［４０］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ｆ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Ｊ］ ．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７５（１）：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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